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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平台与主播间的新型权益冲突。本研究聚焦网络主播数

据权与竞业限制的制度性矛盾，揭示平台通过技术垄断与法律规则漏洞，将主播个人劳动成果异化为商

业秘密的本质特征。平台利用算法黑箱模糊主播创意劳动与平台技术贡献的边界，通过格式条款将粉丝

数据、流量资源等混合型数据纳入商业秘密范畴，形成对数字劳动者的系统性压制。本文通过构建“三

级数据确权规则”与“算法影响分级评估制度”，提出分层确权与算法监管的双向规制体系：在确权层

面，区分基础设施数据、混合生成数据与个性创造数据，建立贡献度量化评估模型；在监管层面，创新

区块链存证与数据信托机制，破解算法权力的隐性控制。通过比较法分析与实证研究，论证了“数据权

益束分离”理论与技术治理工具协同应用的可行性，为平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数字劳动者权益提供了

创新性解决方案，促进数据正义与数字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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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live-streaming industry has given rise 
to novel conflicts of interests between platforms and anch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network anchors’ data rights and non-compete restrictions, revealing how 
platforms essentially appropriate anchors’ personal labor achievements as trade secrets through 
technological monopolies and loopholes in legal regulations. By leveraging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to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nchors’ creative labor and platform technological contributions, 
platforms systematically suppress digital laborers through standardized clauses that subsume hy-
brid data such as fan statistics and traffic resources into the realm of trade secret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dual regulatory system combining hierarchical rights confirmation and algorithmic su-
pervision: At the rights confirmation level, we establish a “three-tier 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rule” differentiating infrastructure data, hybrid-generated data, and personalized creative data, ac-
companied by a contribution quantification evaluation model. Regarding supervision, we innovate 
blockchain-based evidence preservation and data trust mechanisms to dismantle the covert control 
of algorithmic power. Through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demon-
str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ata rights bundle separation” theory and the coordinate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tools, offer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balance corporate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with digital laborers’ rights. This approach aims to promote data justice and foster syn-
ergistic development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ic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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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竞业限制制度的适用应以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为必要前提，但平台经济中数据权

益与商业秘密的司法认定边界长期处于混沌状态，导致制度异化为平台垄断数据的工具。当前，网络主

播与平台间的数据权益冲突集中表现为平台通过格式条款将主播基于个人创作积累的粉丝数据、流量资

源及用户画像等混合型数据单方划定为“商业秘密”，进而依托竞业限制条款限制主播职业流动。这种

权利混淆根植于数据法律属性的认知偏差：一方面，平台常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原则性条款，

将主播运营过程中形成的用户粘性数据、直播互动轨迹等解释为“竞争性权益”，主张其投入技术成本

搭建的数据分析系统构成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对数据权益与商业秘密缺乏精细化区分标准，

往往将数据资源整体性纳入平台控制范畴，忽视主播对个性化内容创作、粉丝关系维护等劳动成果的贡

献。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用户画像、流量分析等混合型数据兼具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其生成既依赖

平台算法架构，也凝结主播的创意劳动，但现行法律框架尚未建立“数据贡献–权益分配”的对应规则。

平台往往利用缔约优势，通过《用户协议》将主播账号数据、粉丝列表等具有人身依附性的资源纳入商

业秘密范畴，甚至要求离职主播不得使用其独立创作的直播话术、形象标识等核心资产，这种将数据控

制权与人身自由权捆绑的做法，实质上构成对数字劳动者权益的制度性压制。司法裁判中，由于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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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层确权的具体指引，法官多沿用传统商业秘密“保密性、价值性、管理性”三要件标准，将平台数

据池整体作为保护对象，而未能对主播个人创作衍生的数据片段进行独立性审查。  
本文将深入探讨在网络直播行业背景下，网络主播数据权与竞业限制之间的冲突本质及其对双方造

成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路径，以求打破数据垄断与人身限制的双重枷锁，促进数字经济生

态的良性发展。 

2. 冲突本质：数据权与商业秘密的边界混淆及其制度压制 

2.1. 边界混淆的生成逻辑：平台技术垄断与法律规则缺陷的双重叠加 

竞业限制制度，是指在员工离职后，基于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需要，禁止或限制其从事与原工

作性质相同或类似的竞业活动的法律规范。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同时平衡劳动者

的就业自由权[1]。在我国，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竞业限制协议的有效性以“存在商业秘密”为

前提，即用人单位必须证明其拥有符合法定要件的商业秘密，且劳动者因职务原因接触或掌握该秘密。

同时学术界和司法界的通说也认为，为了防止竞业禁止被滥用，不合理限制雇员的平等就业权，要求竞

业禁止的前提条件是雇主存在商业秘密，否则此类竞业禁止协议应归于无效。简而言之，商业秘密保护

与竞业限制制度形成“目的–手段”的共生关系：前者是后者的预防性保障措施，后者是前者的合法性

基础。而不能说存在竞业限制协议便推定存在需保护的商业秘密，不能倒果为因[2]。而平台却通过技术

垄断与法律规则漏洞，系统性混淆数据权与商业秘密的边界： 
1. 技术异化劳动成果：平台将主播基于个人创作积累的粉丝画像、互动数据等原生性数据(如用户打

赏记录、直播内容偏好)与其算法生成的衍生数据(如流量分配模型)混合处理，利用“数据黑箱”模糊劳

动贡献与技术贡献的界限。例如，某 MCN 机构在合同中宣称“主播账号粉丝画像系算法优化成果”，将

主播的人格化社交资源包装为商业秘密。 
2. 法律规则供给失衡：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对商业秘密的界定(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

缺乏对数据分层属性的识别规则，导致司法实践中将主播个人数据(如粉丝列表)与平台算法数据(如推荐

逻辑)混同保护。典型案例中，法院未区分主播独立创作的直播话术(应属著作权)与平台提供的用户分析

工具(可属商业秘密)，直接认定主播离职后使用粉丝数据构成侵权。 

2.2. 制度性压制：MCN 机构泛化商业秘密的路径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平台/MCN 机构通过泛化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不当限制网络主播

对其个人数据及劳动成果的合理权利，已成为直播行业亟待解决的法律与伦理问题。根据我国《反不正

当竞争法》第 10 条及 TRIPS 协议对商业秘密的定义，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包括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
价值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和保密性(权利人已采取合理保密措施) [3]。然而实践中，平

台/MCN 机构常通过格式合同将主播的粉丝画像、直播流量数据、内容创作方法论等具有公共属性或人

格权特征的信息纳入商业秘密范畴，形成对主播数据权的系统性压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商业秘密的泛化认定模糊了权利边界。平台/MCN 机构常以“流量算法策略”“用户行为分

析模型”等名义，将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积累的粉丝群体、互动数据等本应属于人格权延伸的社交资源，

强行归类为商业秘密。例如，某 MCN 机构在合同中约定“主播账号粉丝数据系公司核心资产”，禁止主

播解约后使用同类账号开展业务。此类条款实质上将主播通过个人劳动形成的数字身份与平台的技术支

持混为一谈，违背了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不为公众知悉”的核心要求。这种泛化不仅与 TRIPS 协议强

调的“保密措施合理性”相悖，更可能构成对《民法典》第 1024 条人格权的侵犯。 
第二，竞业限制条款的滥用削弱数据自主权。平台/MCN 机构通过“独家服务排他性条款”限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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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职业流动自由，即使双方未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仍要求主播承担远超过《劳动合同法》第 24 条规定

的竞业限制义务。典型案例显示，某游戏主播因跳槽被原平台起诉索赔 500 万元，法院虽未确认劳动关

系，却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支持平台诉求[4]。这种将普通职业经验与商业秘密混同的司法倾向，实

质是将主播的创意劳动成果异化为平台垄断性数据资产。更严重的是，部分合同约定主播离职后需移交

“粉丝数据库”“流量分析报告”等数据，直接侵犯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赋予的数据可携权。 
第三，数据权属规则缺位加剧权力失衡。当前法律体系对直播数据的权属划分存在结构性缺陷：一

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商业秘密的事后救济，缺乏对数据生产过程中权益分配的规范；另一

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确立数据可携权，但未明确主播对匿名化聚合数据的财产性权利。这种制

度真空导致平台/MCN 机构通过技术优势垄断数据控制权，例如通过算法黑箱操纵流量分配，或利用“虚

拟打赏”机制将用户情感表达异化为可量化的金钱数据。主播在“数据囚笼”中被迫接受“二八分成”

等不平等条款，其数据劳动的增值部分被平台以“商业秘密保护成本”名义侵占。 

3. 规制困境：现行法律框架的局限性 

3.1. 数据分层确权规则缺失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权属规则的模糊性构成了平台与主播权益冲突的核心症结。我国现行法律框架

对数据权益的界定仍停留于权利宣示层面，《民法典》第 127 条虽将数据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范畴，但未

构建适应数据生产链的“分层确权”体系。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数据权益分配陷入“全有或全无”的二

元对立：平台惯常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9 条，将包含主播创意劳动成果的混合型数据整体主张为

商业秘密，而司法裁判因缺乏精细化的权属分割标准，往往将数据控制权单方赋予平台。这种粗放式确

权模式，实质上否定了数据生产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贡献差异。从数据生成机理考察，直播数据具有显著

的“人机协同”特征：用户画像的形成既包含主播通过内容创作、互动沟通形成的人格化表达，也凝结

平台算法对用户行为的深度挖掘。根据洛克的劳动赋权理论，主播对基于个人才能形成的粉丝粘性数据

应享有原始权益，而平台对算法优化产生的衍生数据可主张加工者权益。但现行法律未建立“原始数据–

衍生数据”的权属区分规则，致使平台通过格式合同将主播的创意劳动成果异化为企业数据资产。这种

制度漏洞与科斯定理揭示的产权明晰要求形成尖锐对立——当数据权属边界模糊时，交易成本将急剧攀

升，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减损。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5 条虽引入数据可携权，但其制度设计存在结构性缺陷。欧盟《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GDPR)第 20 条通过“结构化、通用化、机器可读”的技术标准，确保数据可携权具备实际操作

性；而我国立法仅作原则性规定，既未明确数据迁移的技术标准，也未设定平台配合义务的履行边界。

这种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数据可携权陷入“纸面权利”困境，主播难以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劳动成果的跨平

台延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数据可携权的制度逻辑与商业秘密保护存在价值冲突：平台常以“数据

匿名化处理”为由，主张用户画像、流量分析等混合数据属于商业秘密，进而规避数据迁移义务。这种

权利冲突的根源在于立法未确立“数据权益分层保护”原则，未能区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与商业秘

密的财产权属性。 

3.2. 竞业限制审查标准失焦 

我国竞业限制制度在数字经济场景中的适应性危机，本质上是工业时代劳动规训范式与数据生产要

素特性的结构性冲突。《劳动合同法》第 24 条确立的“时间–地域–领域”审查标准，建基于传统制造

业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可分离性假设，而数字经济中的数据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和网络

外部性特征，这种制度预设与生产要素特性的错位，导致司法审查陷入“规范失灵”困境。根据波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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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经济学分析，当法律规则无法准确反映生产要素的经济属性时，将产生显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算法权力的异化进一步加剧了审查标准的失焦。平台通过用户画像锁定、流量降权等算法控制手段，

实质构成对离职主播的“数字化圈禁”。这种技术性压制已超出传统竞业限制的制度射程，但现行法律

仍局限于对合同条款的形式审查，未能将算法操控纳入“实质性限制”的认定范畴。根据福柯的规训理

论，算法黑箱通过不可见的权力机制实现对劳动者行为的隐性控制，这种“数字化全景监狱”效应使得

传统劳动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形同虚设。欧盟《平台工作指令》第 6 条要求司法机关评估算法管理系统

对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实质影响，体现了对技术权力规制的制度创新；而我国司法仍固守“合同严守”原

则，未能发展出适配算法社会的审查范式。 
规范滞后性在数据权属审查环节尤为凸显。我国竞业限制制度以保护商业秘密为核心目的，但未建

立数据资产独立性审查规则。根据产权分割理论，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应严格限定于企业独特性投入产

生的数据资产，而主播通过普通劳动形成的职业经验、技能应排除在外。但在实践中，平台常通过“数

据聚合”策略，将主播个人创作内容(如直播话术、形象设计)与平台算法优化的衍生数据(如流量分析报

告)混同主张为商业秘密。这种权利混淆违背了知识产权法中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主播的创

意表达应受著作权保护，而算法优化的数据模型才构成商业秘密的保护对象。制度层面缺乏“数据贡献

度”评估标准，导致司法裁判无法有效区分平台与主播的数据权益边界，最终将竞业限制异化为平台数

据垄断的工具。 

4. 规制路径：分层确权与算法监管的双向规制体系 

4.1. 数据权益分层确权制度：构建权利束分离与融合机制 

针对数据权益混同的症结，建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专项司法解释，建立“三级数据确权规则”，

实现数据生产要素的精准确权与动态分配。第一层级基础设施数据(如 CDN 节点分布、服务器日志、带

宽使用记录)，依据《民法典》第 127 条确立平台的绝对控制权。此类数据作为平台基础运营要素，其权

属可参照物权法中的“添附规则”，明确平台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原始取得。但需建立数据访问权保留制

度，主播可基于劳动权益保护需求，申请调取与个人直播活动相关的基础数据副本。 
第二层级混合生成数据(用户观看时长、打赏行为图谱、互动热力分布)的确权，应引入“贡献度量化

评估模型”。建议由中国互联网协会牵头制定《直播行业数据贡献度评估指南》，建立包含创意投入系

数(主播原创内容占比)、算法增强系数(平台推荐算法贡献率)、用户参与系数(粉丝互动活跃度)的三维评

估体系。当主播创意投入超过 30%时，赋予其数据共有权，有权要求平台按季度公示数据增值收益并参

与分成。具体实施可借鉴德国《数据确权法案》中的“数据贡献账簿”制度，运用智能合约技术实现收益

自动分配。 
第三层级个性创造数据(直播话术模板、粉丝社群关系链、虚拟形象设计)的确权，需构建“人格衍生

数据特殊保护规则”。对于具有人身专属性的粉丝列表数据，建议参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和《民

法典》第 1023 条，建立“双向同意 + 分层授权”机制：主播行使数据迁移权需获得用户单独授权；平

台主张商业秘密需对数据进行三重匿名化处理(个体匿名、行为脱敏、关系遮蔽)。对于主播独创的直播话

术等智力成果，应突破传统著作权法对“表达形式”的限制，探索“创意方法论”的邻接权保护模式[5]，
允许主播通过数字水印技术进行权属标记。 

4.2. 数据权益平衡保障机制：构建技术赋能的治理生态 

在制度创新的同时，需通过技术治理工具实现权利义务的动态平衡。首先，建立“算法影响分级评

估制度”。要求平台每季度发布《流量分配算法透明度报告》，披露核心参数调整记录、主播内容权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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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变化趋势等关键信息。参照欧盟《数字服务法》建立“算法风险评估矩阵”，对流量操纵、隐形降权等

行为设置红黄牌预警机制。当某主播的推荐权重非正常下降超过 20%时，自动触发平台说明义务。 
其次，构建“区块链 + 数字指纹”的双重认证体系[6]。建议由工信部牵头建设国家级“数字内容存

证平台”，运用联盟链技术对主播的创意内容进行时间戳固化。对于粉丝互动数据，开发“关系链数字

指纹”技术，将主播与粉丝的互动模式转化为不可逆的特征哈希值，既保护用户隐私又保留关系网络的

可验证性。该存证可作为司法确权的关键证据，有效解决“接触 + 实质性相似”的举证难题。 
最后，创新“数据受托人”监管模式。在直播行业协会下设“数据信托委员会”，由法律、技术、审

计专家组成独立监管团队[7]。平台需将涉及商业秘密争议的核心数据(如用户画像脱敏数据、流量分析中

间值)托管至信托系统，当发生权益争议时，由受托人进行解密和权属判定。该机制既避免了数据泄露风

险，又保证了裁判的中立性，可参照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ICO)的数据信托治理框架进行本土化改造。 

5. 结语 

数字经济重构了劳动价值创造方式，也催生了平台权力与个体数据权的深层博弈。本研究揭示，网

络主播数据权与竞业限制的冲突本质，是工业时代产权制度与数据生产要素特性的结构性矛盾。平台通

过技术异化与规则操纵，将劳动者的数字身份异化为数据资产，暴露出现行法律在数据确权、算法监管

等维度的制度性滞后。本文提出的分层确权体系与双向规制路径，不仅突破了传统法律对数据权益的“全

有或全无”保护范式，更通过贡献度量化评估、区块链存证等技术治理工具，实现了数据正义从理念到

操作层面的跨越。数字时代的法治建设，应秉持“技术向善”与“权利平衡”原则，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

的同时，筑牢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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